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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育政策变迁与初婚风险
——基于CFPS2010年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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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变迁对人口初婚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政策变迁对

当期个体的初婚风险具有重要影响且存在着年龄差异与性别差异，在剔除队列效应后，影响依然存在。

在我国，初婚年龄并非“直线”上升的，而是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

入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初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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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及其人口转变进程，人们的婚育观念和婚育模式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婚育变化历史还是当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经历都呈现出

人口初婚年龄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见图1）。虽然我国初婚年龄变化有波动，但整体方向

是趋于上升的。对于这种人口初婚年龄不断上升趋势的解释，国内外都有不少研究，从微观个体视

角观察，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水平与劳动参与程度的提高会致使初婚年龄上升，［1］而女性经济独立

性的增强和职业获得过程的转变也会影响初婚模式的变化。［2-3］国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存

在。［4-6］从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看，社会变迁与初婚年龄变化有紧密的联系，［7-8］结合对社会变迁宏观变

量的考察，国内外学者研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使结婚成本逐步提高，而市场经济

转型中制度变迁如国企、住房等改革也对初婚行为产生影响。［9］总之，初婚行为受到经济能力、教育

程度、职业获得、文化观念等个体因素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变迁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这是中

外初婚年龄推迟的共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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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国，初婚行为除了

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因素的

影响之外，还深受我国人口生育政

策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我国开始实施全面的人口计划生

育政策，毫无疑问，人口生育政策

无论对宏观人口变迁还是对微观

个体婚育决策和初婚行为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如受20世纪70年代

“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

的直接影响，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由

1970年的23.1岁上升至1979年的

25.1岁；而同样受到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和新婚姻法实施的影响，［10-11］20世纪80年代我国初婚年龄

曾一度降低。人口计划生育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对人口转变过程与家庭及

个人婚育决策的权力介入，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看作是微观个体被动遭遇的社会事件，这一社会事件

会对个体生命历程（尤其是婚配历程）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变化对人们的初婚行为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

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以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为基础，以事件史方法为

工具，考察和分析我国宏观人口生育政策变化对人们初婚风险、初婚行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社会变迁对个体生命历程产生的重要影响。所谓生命历程，即“个体在一生

中所不断扮演的、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12］这些角色和事件彼此相互关联且嵌入宏观社会的大变

迁之中。生命历程理论旨在寻找一种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即微观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宏观社会的历

史变迁之间的关系。社会变迁的动力既可能来自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进步与观念转变，也可能来自

“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主导，而后者往往对个体的生命历程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生命历程作为个

体一生中随时间变化而出现的生命事件序列，［13］既体现了个体层次的际遇和决策差异，同时也受共

性的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与国外不同，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因素影响个人婚育行为外，在我国，国家权力通过计划生

育政策更直接地影响到了个体初婚行为和初婚模式，国家权力的渗入与生育政策的变迁也是导致我

国人口婚配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人口生育政策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不可抗拒的重要事

件影响了个体生命事件的重要时点——初婚。作为宏观层次的国家人口政策，计划生育最初目标是

控制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对于人口数量的控制，是通过干预个体婚育行为和婚育模式来完成的。

一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直接涉及生育的三个方面，即生育数量——生育多少孩

子，生育性别——选择生育男孩还是女孩，生育时间——何时生育孩子，这三维构成了人口的生育空

间。［14］当外力对其中一维进行挤压时，人们便会对其他两维的行为进行改变，从而对生育空间进行调

整。在崇尚婚姻的中国社会，由于生育是在婚姻前提下发生的，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制性的计

图1 分年份的初婚年龄

资料来源：1970~1987年数据来自《1992年人口统计年鉴》；1988~2010
年数据来自六普长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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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政策不仅直接对个体的生育行为（何时初育和生育孩数）有着重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

个体的初婚行为。早期的人口学领域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早婚早育现象再次明显回

潮，这与严格一孩政策和新婚姻法的实施都有关，［10-11］还与人口队列的挤压效应有关。［15］此外，从宏

观上看，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促使出生性别比提高，造成适婚性别比失调和婚姻市场挤压，从而对后际

个体的初婚行为产生影响。［16-17］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作用渐次提高，不变的生育政策对

婚育的影响式微，由此关注生育政策对婚育影响的定量研究也不再成为热点。

从过往的有关初婚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中不难发现，考察社会变迁宏观因素鲜有将人口生育政

策纳入，而从人口生育政策方面研究的则又缺少个体或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因素。结合宏观微观

因素探讨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对个体初婚风险影响作用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在控制微观个体

因素和宏观队列因素的条件下，将对建国至今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对当期个体初婚风险的影响进行研

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我国不同时期的人口在其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不同的生育政策，那么，国

家宏观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是否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初婚行为产生了影响？其二，处于相同时代

的人口队列是否会因为经历了不同生育政策而其初婚风险受到不同影响？即剔除队列效应，进一步

回答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对个体初婚风险产生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与变量

本文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的数据。CFPS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内隐分层的、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系

统概率抽样方法（PPS），样本覆盖了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海南省之外的全国 25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中

国总人口（不含港、澳、台）的 95%。其调查方法科学严谨，覆盖面大，代表性强，数据质量比较有保

障。［18］

本文研究的是人口生育政策变化对我国初婚人群初婚风险的影响，因变量是不同时期的初婚人

群的初婚风险，而研究变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口生育政策。所以，这里首先要对生育政策变量有

符合历史事实变迁的划分。学者们依据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标准，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生育

政策有不同的人口政策阶段划分。［19-22］结合我国社会变迁与人口转变的特征，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人口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49~1970年，是限制人口增长政策的酝酿及

部分地区实施阶段；第二阶段为 1971~1979年，为“晚、稀、少”人口生育政策全面实施阶段；第三阶

段为 1980~1991年，严格“一胎”政策实施和微调阶段；第四阶段为 1992~1999年，是“一胎”和“一胎

半”政策以及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第五阶段为 2000年以来继续保持稳定且法制化的生育政策和市

场经济发展成熟期。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各地的“一胎”与“一胎半”的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条例建设相继完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虽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内容没有变化，但社会经济发

展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改变。因此，在这里我们又将 90年代以后细分为两个时期：一是 1992~1999
年。1992年“南方讲话”之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起步，国人的价值观与生育观开始受到了市

场逻辑的冲击；二是 2000~2010年。2000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

20



总第 222期 2017.2
vol.39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一时期我国

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低生育率时期（2000、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证实），2001年底《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通过，加之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我

国开始全面步入全球化轨道，市场经济发展与

全球化影响也更加深入，同时市场经济也带来

了这段时期婚育成本的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本文还将个体及家庭因素如本

人教育、父母教育、民族、12岁时户口、党员等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并将样本划分为总

体样本、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分别进行建模。

模型变量特征描述见表1。
2. 方法与模型

本文将运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分

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允许风险率有时间依

赖，但对风险率的分布形式没有做任何假设，

在风险基准函数未知的条件下，对模型系数进

行估算，便能够内在地控制初婚风险时期，即

样本年龄，而无需对样本年龄与初婚风险之间

的关系模型进行假设。该模型假定比参数模

型更弱，而模型估计的结果依然具有很好的统

计性质，统计检验的效率也没有受到大的损

失。模型建立如下：

Log h(ti) = h(t0) + α × policy(ti) + β × policy( )ti × ti + γ1 × Iedu+ γ2 ×Fedu

+γ3 ×ethnic+ γ4 × hukou+ γ5 ×gender+ γ6 ×party+ εi

h(ti)表示个体 i 在时间 t 的初婚风险，h(t0)表示基准风险（Baseline Hazard），由于Cox比例风险

模型的特殊性质，在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时，h(t0)可以被消除因而不需要假基准风险分布。在

模型分析之前，需将数据划分（Split）为“人—年”结构，即将横截面数据结构转变为纵贯数据结构，使

得横截面数据能够进行回溯研究。

policy(ti)表示数据在转化为“人—年”结构后，每个“人—年”样本处在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生育

政策变量如表 1所示划分为五个分类，且为时变变量（Time-varyingvariate），policy( )ti × ti 是政策变

量与年龄的交互变量，即样本在不同年龄遭遇生育政策事件对其初婚风险产生的效应（在风险模型

中又称时变效应（Time Varying Coefficient，TVC））。公式中 Iedu、Fedu、ethnic、hukou、gender 和

party 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本人及其父亲的教育程度、民族、12岁时户口、性别和政治面貌，这些变

量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非时变变量进行控制。本文研究问题为人口生育政策对初婚

风险的影响，因此，我们将重点关注模型中 α与β ，即在控制了教育、民族、户籍、政治面貌与性别等变

量的情况下，个体所经历的人口生育政策变化会对个体的初婚风险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是

表1 变量分布（%）

初婚年龄(岁)
政策事件（人—年数据）

基本无控制
“晚、稀、少”
严格一胎
严格一胎（市场起步）
严格一胎（市场发展）

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专本以上

父亲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专本以上

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政治面貌
党员
非党员

户籍（12岁时）
农村
城市

样本量

男性样本
24.30
14.45
20.77
26.42
15.14
23.22
18.00
21.66
51.55
8.80

33.38
35.65
26.52
4.45

92.30
7.70

12.29
87.71
86.91
13.09

14 122

女性样本
22.00
15.19
17.46
30.22
16.73
20.40
30.66
19.94
42.34
7.07

36.70
23.00
39.11
1.19

92.15
7.85
3.48

96.52
93.32
6.68

14 479

总体样本
23.10
15.03
18.17
29.40
16.39
21.01
24.18
20.79
47.10

7.93
32.46
27.07
36.79

3.68
92.32

7.68
7.81

92.19
82.12
17.88
28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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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与年龄的交互效应。同时，通过建立同队列内比较模型，考察生育政策对初婚风险的净影响。

四、分析结果

1. 生育政策与受影响队列

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看，来自不同队列的个体生命婚育历程中因为遇到不同生育政策事件，不

同队列间的初婚风险也将有所不同。不同出生队列成长成熟于不同的生育政策期。对于20世纪40
年代之前出生的队列人口来说，他们的婚配高峰期（16~35岁）主要处在“基本无生育控制”的政策时

期（1949~1970年）；40年代后期及 50年代出生队列则更可能经历“晚、稀、少”政策（1971~1979年）；

60年代出生队列更可能经历80年代严格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70年代出生队列经历90年代后的市

场起步时期；而80年代出生队列则大多处在21世纪后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每一队

列在整个婚配高峰期（16~35岁）中又均会经历不止一个政策时期，例如 40年代末 50年代初出生的

人口，在他们的婚配高峰期可能跨越了“基本无控制”、“晚、稀、少”和“严格一孩”三个不同的政策时

期，70年代初期生人也是如此。另外，个体在不同的年龄经历生育政策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应，

例如个体在16~29岁经历政策与30岁及之后经历政策对其初婚行为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显然，在

婚配高峰年龄段经历生育政策所产生的效应相对更大。

2. 人口生育政策与初婚风险

表2 初婚风险模型（控制变量略去）

生育政策（无生育控制）

“晚、稀、少”政策

（1971~1979）
严格一胎

（1980~1991）
市场起步

（1992~1999）
市场发展

（2000~2010）
TVC（Time Varying Coefficient）

“晚、稀、少”政策×age

严格一胎×age

市场起步×age

市场发展×age

N
chi2

总体样本

M1

-0.593***

（0.025）
-0.054**

（0.022）
-0.273***

（0.026）
-0.331***

（0.027）

28 351
4 393***

M1+TVC

-3.939***

（0.184）
-2.778***

（0.153）
-3.193***

（0.172）
-3.407***

（0.167）

0.151***

（0.008）
0.124***

（0.007）
0.132***

（0.008）
0.138***

（0.007）
28 351
4 872***

男性样本

M2

-0.469***

（0.036）
0.036

（0.031）
-0.242***

（0.037）
-0.389***

（0.040）

1 086***

M2+TVC

-3.382***

（0.265）
-2.012***

（0.224）
-2.687***

（0.250）
-3.134***

（0.246）

0.125***

（0.011）
0.089***

（0.010）
0.105***

（0.011）
0.117***

（0.010）

1 251***

女性样本

M3

-0.748***

（0.035）
-0.168***

（0.030）
-0.323***

（0.035）
-0.289***

（0.038）

1 984***

M3+TVC

-4.687***

（0.285）
-3.724***

（0.235）
-3.954***

（0.265）
-4.177***

（0.256）

0.187***

（0.013）
0.170***

（0.011）
0.173***

（0.012）
0.184***

（0.012）

2 310***

注：*p<0.1，**p<0.05，***p<0.01；表中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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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

表 2是生育政策与初婚风险

的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从模

型结果可知，在个体生命历程的

婚配阶段经历生育政策事件会对

其初婚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相对

于参照组（基本没有生育控制的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70 年代所

实施的“晚、稀、少”政策极大地降

低了样本的初婚风险，经历“晚、

稀、少”政策的“人—年”，初婚概

率显著降低，这表明经历了“晚、

稀、少”政策的个体的初婚时间被推迟；经历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严格一胎与一胎半政策，初婚风险

较参照组也有所降低，但降低的幅度大大低于“晚、稀、少”政策时期，这说明经历了“严格一胎”政策

的样本的初婚风险较“晚、稀、少”政策有所反弹，初婚年龄有所降低；随着市场经济的起步与发展，初

婚风险又有开始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提高。

从生育政策与年龄的交互项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提高，生育政策对初婚风险的负效应会不断

降低，个体处于生育高峰期（低年龄段）时，遭遇生育政策对初婚风险的作用会更加明显。从性别角

度看，生育政策对初婚风险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表2显示，生育政策对女性初婚风险的系数要大

于男性。相比男性，“晚、稀、少”政策更大程度地降低了女性的初婚风险，同时20世纪80年代严格一

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更大程度促使了女性初婚风险的反弹。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女性初婚风险的影

响较男性更大。

事实上，上述模型结果也可以从队列的平均初婚年龄差异中找到印证。图2给出了分出生队列

的初婚年龄，可以看到，20世纪的“30后”、“40后”和“50后”的初婚年龄均有不断提高，“40后”末期人

口与“50后”经历了“晚、稀、少”政策，受人口生育政策引导，其初婚年龄也较前代有明显的推迟。“60
后”大多在婚育期经历了严格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其初婚年龄虽然比“30后”、“40后”略高，但较

“50后”有明显回落。“70后”大多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其初婚

年龄又开始回升。另外，由于在调查时点的“80 后”大多数还没有经历婚姻期，数据存在“截断”

（Censoring），所以存在很大偏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结果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所显示的分年份初

婚年龄变化趋势相一致（见图1），这说明，一方面，CFPS数据质量可靠；另一方面两份不同数据的相

互验证，表明初婚年龄变化背后存在着宏观政策因素的变化。

3. 生育政策与同队列初婚风险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初婚风险在不同队列中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大体上随着队列的年轻化初

婚风险呈下降趋势。但这一变化又并非线性，如20世纪50年代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较40年代出生

队列明显下降，“50后”在25岁出现了未婚比例的急剧增加（从“40后”的31%上升到“50后”的42%），

而之后的60年代与70年代出生队列则变化相对平缓，其中“60后”还出现了初婚风险的上升反弹（各

年龄段较“50后”有更低的未婚比例）。这种队列代际的初婚风险变化背后显然与这些不同队列的平

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文化观念等变化有关。整体而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年轻队列的总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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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不断提升，婚育观念也趋于开放多元，而这些整体变化（本文称做队列效应）会降低个体的初

婚风险从而推迟初婚年龄。显然，初婚风险在队列间变化的波动，初婚风险的这种变化部分来源于

队列效应，部分来源于生育政策生命事件的影响，那么生育政策的影响有多大呢，在控制队列效应之

后，生育政策影响效应还存在吗？接下来剔除对婚育历程影响中的队列效应干扰，进一步考察生育

政策对初婚行为的影响。

表3 出生队列—生育政策交互表（人—年数据）（%）

队列1-“30后”（<1940）
队列2-“40后”（1940~1949）
队列3-“50后”（1950~1959）
队列4-“60后”（1960~1969）
队列5-“70后”（1970~1979）
队列6-“80后”（≥1980）

无生育控制

（1950~1970）
94.86
77.06
13.97

0.00
0.00
0.00

晚、稀、少

（1971~1979）
3.42

16.90
66.08
9.43
0.00
0.00

严格一胎和一胎半

（1980~1991）
1.72
5.02

17.98
79.98
27.17
0.00

市场起步

（1992~1999）
0.00
1.01
1.42
8.10

55.40
10.16

市场发展

（2000~2010）
0.00
0.00
0.55
2.50

17.43
89.84

前文已经指出，不同出生队列与不

同生育政策并非是严格对应。表3给出

了出生队列与所遇生育政策的列联表

结果，从中可以看到，除了队列 1即“30
后”之前的队列只经历了一类生育政策

外，其他队列均有很大可能经历了两类

或两类以上生育政策，这一结果给我们

剔除初婚风险变化中的队列效应提供

了研究可能，即在同一出生队列中，通

过比较相同年龄但面临不同生育政策

的样本即可达到这一目标，如比较“50后”队列中，经历“晚、稀、少”与“严格一胎”的人—年样本，其初

婚风险是否存在差异。为进一步研究控制队列效应之后的生育政策影响，我们分别选取队列2（“40
后”）、队列3（“50后”）、队列4（“60后”）与队列5（“70后”）样本，在同队列样本中选取共有年龄区间

（见表4），分别比较同一队列中无生育政策控制与“晚、稀、少”生育政策，“晚、稀、少”与严格计划生育

政策，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与90年代市场起步，90年代市场起步与21世纪后市场飞速发展，以展示同

队列中不同生育政策对初婚风险的影响效应。

表5列出了包括四个出生队列的初婚风险模型，模型中“/”表示各模型生育政策变量的参照组。

出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40 后”和出生在 50 年代的“50 后”，他们的婚配期主要在 1960 年至

1990年之间，这时期我国人口生育政策处于“无生育政策控制”、“晚、稀、少”和严格一胎阶段。具体

分析我们看到，“40后”在婚配期主要经历的是60年代的“无生育政策控制”时期与70年代的“晚、稀、

少”生育政策期。结果显示，在共有年龄区间［22 to 30］之内，婚育期经历“晚、稀、少”政策的“40后”

样本，其初婚风险较经历无生育控制的“40后”要下降了约25%（1-exp（-0.277）），因为在中国文化传

统下不婚率是极低的，因此初婚风险的降低说明初婚年龄被大幅推迟了。“50后”在婚配期可能经历

表4 出生队列经历不同生育政策的公共年龄区间

“40后”-无生育控制

“40后”-晚、稀、少

“50后”-晚、稀、少

“50后”-严格一胎和一胎半

“60后”-严格一胎和一胎半

“60后”-市场起步

“70后”-市场起步

“70后”-市场发展

年龄区间

16 to 30
22 to 39
16 to 29
21 to 41
16 to 31
22 to 39
16 to 29
21 to 40

共同的年龄区间

22 to 30

21 to 29

22 to 31

21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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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晚、稀、少”生育政策与80年代的严

格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结果显示，在共有年

龄区间［21 to 29］之内，婚配期经历80年代严格

一胎计划生育的“50后”样本，其初婚风险较经

历“晚、稀、少”政策的“50 后”要提高约 55%
（exp（0.457）-1），初婚年龄有所反弹，大幅提前了。

出生在60年代的“60后”和出生在70年代

的“70 后”，他们的婚配期主要在 1980 年之

后。1979、1980年是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由相对

宽松的“晚、稀、少”转向严格的“一胎”政策分

水岭，而整个80年代就处于一胎政策实施与微

调的波动之中，直到 90年代初，才形成了稳定

的一胎和一胎半的现行生育政策。［19］［23］因此，

“60后”在其婚配期经历了 80年代的严格一胎

的计划生育政策与90年代市场起步时期，两个

时期虽然均属于严格一胎与一胎半计划生育

政策，但后者处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计划生育的相关条例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具体分析可以看到，

相对于经历80年代严格一胎政策的“60后”，经历90年代后市场起步政策期的“60后”样本初婚风险

降低了20%左右，初婚年龄被推迟了。“70后”的婚配期基本在90年代之后，他们所经历的生育政策

是基本上比较稳定的严格一胎和一胎半，但却经历了中国市场经济从起步到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变

迁。从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对于经历90年代市场起步的“70后”，经历21世纪后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

“70后”的初婚风险均有所下降，但幅度变小，下降了不足10%。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在生育政

策稳定的情景下发生的，因此，可以认为这是来自经济发展的变化。

表6 分队列、分性别的生育政策与初婚风险模型（控制变量略去）

基本无控制
（1970之前）
“晚、稀、少”政策
（1971~1979）
严格一胎
（1980~1991）
市场起步
（1992~1999）
市场发展
（2000~2010）
N
chi2
Sig

“40后”
男性

/
/

-0.240***

（0.077）

1 508
46.552

***

女性
/
/

-0.364***

（0.112）

1 231
39.758

***

“50后”
男性

/
/

0.388***

（0.049）

2 653
190.737

***

女性

/
/

0.496***

（0.052）

2 561
243.954

***

“60后”
男性

/
/

-0.147**

（0.059）

3 176
114.565

***

女性

/
/

-0.189***

（0.071）

3 433
48.595

***

“70后”
男性

/
/

-0.164***

（0.053）
2 708

133.174
***

女性

/
/

-0.052
（0.053）

2 996
121.000

***
注：*p<0.1，**p<0.05，***p<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表5 分队列的生育政策与

初婚风险模型（控制变量略去）

基本无控制

（1970之前）

“晚、稀、少”政策

（1971~1979）
严格一胎

（1980~1991）
市场起步

（1992~1999）
市场发展

（2000~2010）
N
chi2
Sig

初婚风险模型

队列2
“40后”

/
/

-0.277***

（0.063）

2 739
118
***

队列3
“50后”

/
/

0.433***

（0.036）

5 214
561
***

队列4
“60后”

/
/

-0.167***

（0.046）

6 609
262
***

队列5
“70后”

/
/

-0.113***

（0.037）
5 704
459
***

注：*p<0.1，**p<0.05，***p<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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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表 6 的分队列、分性别的生育政策与初婚风险模型来看，分别经历 20 世纪 70 年代的

“晚、稀、少”与80年代的“严格一胎”生育政策的“40后”与“50后”，生育政策对女性初婚风险的影响

要高于男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生育政策转向和趋于稳定，随着市场化的起步，“60后”女性进入劳

动市场也使得其初婚风险的降低要高于男性。不过，在市场进一步发展的2000年之后，“70后”男性

的初婚风险相对于90年代仍然在降低，但女性却没有显著变化。

五、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家权力和政策变化对个体生命历程起着重要作用，而国家政策所引导的社

会变迁对个体的初婚行为也产生重大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政策不断调整，最终形成

了以严格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人口生育政策并延续至2015年，而每一时期的生育政策

调整对当期人口的婚配历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20世纪70年代“晚、稀、少”政策与80
年代“严格一胎与一胎半”政策对个体的初婚风险均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严格

一胎与一胎半的政策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自90年代后初婚风险的变化可以认为主要是市场化下传

统观念的变更与结婚成本的转变所致，但市场化的实际作用比生育政策要小。可以认为，在20世纪

90年代之前，中国初婚风险的变化主要源于中国实行的生育政策，而90年代之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基

本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初婚风险的变化主要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女

性初婚风险的影响比男性更大。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初婚年龄的升高伴随着整个市场经济发展下女性经济独立性提升与观念

变化以及市场的“成本—收益”逻辑对婚配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而我国人口初婚行为的转变展现了

不同的特征，我国人口初婚年龄并非“直线”变化，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伴随着计划生育

政策的调整而发生波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的介入深刻地影响了初婚行为。事实上，我国20世纪

70年代以后的国家生育政策的确给民众的婚姻生活、生育行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个体生命历程中

的婚育重大事件深受国家政策影响，上述几代群体初婚行为的变化轨迹便有着国家权利介入个体生

活留下的历史印记。不过，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国日益由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过

程之中，过往的国家生育政策对人们婚育行为的影响日趋式微，事实上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

在全国各地遇冷就是一个明证，显然，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新观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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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Hazard of First Marriage
——Data from CFPS 2010

LI Jianxin，WANG Xiaol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policy change on the pattern of first marriage in
Chinese population since 1949 by a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 we find that the alterations of fertility policy in 1970s and 1980s have strongly influ⁃
enced the hazard of first marriage of individuals married in that period, and the impact still exist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the cohort effect. In China,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is not all the way straight up with time, but
fluctuated with the adjustments of fertility policy.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authority and national policy has
deeply carved into the behavior of first marriage in Chinese population.
Key Words：Life Course，Fertility Policy，Hazard of First Marriage，Event History Analysis

27


